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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孔恩（Thomas S. Kuhn）標舉科學革命是專業信念之轉移的非常事件。科學革命產

生，科學界研討的問題和革命前大不相同，使得教科書在許多基本的方向彷彿誤

導了我們，每一場革命都使科學社群放棄一個由來已久的科學理論而採取一個與

舊理論不相容的新理論。新制度經濟學(NIE,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的目標

若是科學革命，以創造一個的典範移轉，就得要進到某些尚未被探索的相關研究

領域中。新制度經濟學確信，新古典經濟分析依賴高度特殊假定，如不經修正，

則無法有效處理理論家、實證研究者、決策者所關注的許多問題；在交易成本、

不完全的訊息以及有限理性扮演關鍵性角色的模型裡，要推導經濟解答的步驟，

理當有別於新古典分析的過程。故在方法論觀點的轉向已出現關鍵性轉變（Critical 

transformation），動搖了經濟科學的傳統，並且結合既有的經濟、政治與社會的體

系進行動態分析；逐步進行經濟科學革命及典範移轉。新制度經濟學分析方法尚

處於粹鍊之中，已開創了各種次領域（sub fields）的研究；諸如交易成本經濟學

（Transaction-cost economics）、財產權分析（Property-rights analysis）、契約經濟理

論（Economic theory of contracts）、代理理論（Agency theory）、關係與不完全契約

理論（Relational and incomplete contract theory）。 

關鍵詞：新制度經濟學、科學革命、典範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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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二十世紀的經濟學家，將新古典模型推向其邏輯的終點，並指出其所創造世界的

不合理之處，已對下一個世紀的經濟學家締造了無價的貢獻，而且他們已經設定

好了研究議程，並在已經開始的議程上持續研究工作。在若干簡化的假定下，新

古典理論主張的是一個競爭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會達成一個該經濟體最佳的

Pareto 均衡，而市場可被解釋為達成生產與交換的一般均衡時邊際均等的制度性工

具，故在新古典論述中，制度只是扮演消極的角色。其中，有許多新制度經濟學

者體認到新古典分析的不合理假定，認為新古典分析有關交易不花成本、完全理

性、充分知識的一些假定過於僵化，尤其是將制度視為既定的外生變數，或認為

其對經濟事項沒有影響而加以忽略，已無法有效解決現實世界所面臨的許多問

題。故新古典經濟分析依賴高度特殊假定，如不經修正，已無法有效處理理論家、

實證研究者、決策者所關注的許多問題；新制度經濟學者也確信，正統的新古典

分析極為抽象，如不稍做修正，恐難有效處理許多理論家與政策決策者所關注的

問題。在交易成本、不完全的訊息以及有限理性扮演關鍵性角色的模型裡，要推

導經濟解答的步驟，理當有別於新古典分析的過程。所以，這些主張新制度主義

者，乃試圖在正統的邊際主義之上，修正新古典分析的不合理假定，以便說明制

度如何對經濟行為產生影響。新制度經濟學者認為交易成本因經濟活動而必然發

生，並且在決定制度結構與人們所做的特殊經濟選擇上，扮演重要的角色。而新

制度經濟體以正交易成本與有限理性決策者為特徵，既不能達成新古典理論所承

諾的理想效率結果，也不能達成藉由混合式模型所指的相對效率解答或受限的

Pareto 最適解答；(Kreps，1990；Furubotn，2000) 。而在現有知識下，任何對新

制度經濟學概念作數學處理的意圖，都得冒遺漏或掩蓋理論主要特徵的風險。而

某些新制度經濟學者更指出經濟學是動態的，必須藉著演化的制度與價值體系來

解釋人們的經濟行為，以及人們為什麼會儲蓄、投資、學習和創新等經濟活動

(Williamson，1994)。 

第五屆全國實證經濟學論文研討會
The 5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aiwan's Economic Empirics



 3

2.新制度經濟學之發展 

2.1 新舊制度經濟學的分野 

從方法論的分類上，舊制度經濟學（OIE- the Ol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自稱是規

範性的經濟學，認為人應該有許多價值判斷標準存在，不僅是如主流經濟學學者

認為是理性的而已；故不主張現今主流經濟學的實證（positive economics）觀點，

而自認是一種規範性（normative）觀點的學派。事實上，舊制度經濟學雖然是規

範性(normative)，但是他們自認追求的卻反而是實證(positive)的制度理論。主流經

濟學所採取的常態科學探究途徑是從牛頓物理學的科學概念來研究經濟事務與行

為，但是舊制度經濟學學者則是主張由達爾文的進化的觀點來看人類的經濟事務

與行為；故舊制度經濟學對於量化研究的方法也就保持一定的距離，意圖從建構

結構因素（包括歷史）的角度來詮釋真實世界所發生的經濟現象；新制度經濟學

則試圖奠基於主流經濟學之上，進行組織經濟分析與發展制度理論；因此，制度

經濟學的新舊之間的區隔可以說是一種經濟社會物理學研究與經濟社會生態學研

究。對於人的基本假設，新、舊制度經濟學兩者具有有顯著的差異，舊制度經濟

學認為人的行為是多元化的，人類行為並不能由單一的理性假設來概括；舊制度

經濟學基本上否定人是單純的理性，認為人是學習性的，不論是理性的或非理性

的均會去學習。然而，由 North 所領軍的新制度經濟學，基本上並不排斥主流經濟

學對於人類理性的假設，但調整為所謂「有限理性」的修正；新制度經濟學採取

與主流經濟學共同的理性基本架構，發現舊制度經濟學的人性多元論於研究上是

具有問題與困難，又為了連接主流經濟學與舊制度經濟學之理論，故採取折衷的

有限理性假定。其次，新、舊制度經濟學另外一個重要差異，即新制度經濟學基

本上是方法論上的個人主義，舊制度經濟學是方法論上的集體主義；舊制度經濟

學認為分析社會的現象一定要從社會的結構、社會的制度進行研究，新制度經濟

學則由組織的個別成員進行制度經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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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經濟學中新制度論的發展 

時下經濟學、社會學與政治學中皆產生不同種類的新制度論，彼此之間各據學術

版圖卻又相互滋長，可見新制度論是一個快速成長中的學術領域（Thelen，1999）。

其中，受經濟學影響（以理性選擇制度論為代表）與受社會學影響（以社會學制

度論為代表）的兩大制度理論集團，植基於各自對其領域限制的自我批判，從各

別方法論的角落出發，經過『制度』這個共通的媒介，一方面探索向來屬於對方

所經營的研究領域，一方面也擴大自己新制度論集團的研究範疇(陳敦源，2002)。

North(1989)對「制度」的定義，基本上包非正式約束(習慣)與正式規則(法律)，以

及這兩者的執行特徵。儘管制度不一定是完美的，但是制度設定了社會與特殊經

濟的誘因結構，確能規範個人的行為，故為經濟能否發展的關鍵因素。新制度論

中最核心的基本因果假設就是制度影響人們的經濟行為或現象與結果（institution 

matters）（郭承天，2000）。至於運用不同研究途徑分析相同的研究議題，產生了不

同的研究結論，也符合學術研究「百家爭鳴」的特性。 

2.3 新制度經濟學的次領域 

新古典經濟學提供其他學門(包括新制度經濟學)三個主要的研究內涵，也是相關社

會科學研究中「經濟研究」的根源。其一，從理性自利假定出發的分析；其二，

從資源分配的角度出發；其三，從演繹邏輯的思維出發；新制度經濟學奠基於新

古典經濟學的發展，另由三種新的理論影響其他社會科學學科，分別是：(一)交易

成本理論(二)財產權理論；(三)契約理論(含代理理論、關係契約理論)。由North所

領軍的新制度經濟學（NIE），基本上並不排斥主流經濟學對於人類理性的假設，

但修正成只接受所謂「有限理性」。新制度經濟學引介幾個重要的、且與新古典經

濟學全然不同的基本假定：(1)方法論的個體主義-有關社會現象的理論，必須起始

於且基於對個別成員的觀點與行為的闡釋。(2)效用極大化-個別決策者，無論其身

份地位為何，被視為是在組織結構運行的限制下，作自我的選擇、追求自我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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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3)有限理性-決策者並不具有超理性，因為他們並非無所不知，在處理訊息的

過程中也有其實際困難，故於有限理性與交易成本不為零的情況下，他們無法藉

由完全契約來處理現實的複雜問題。(4)投機行為-由於當事人雙方，無論是主理(委

託)人或代理人可能是不誠實的、故意混淆是非，也就是存在著「狡詐地追求自利」

的情形，加上事前要區分出投機者與非投機者的成本很高，故要簽訂無所不包的

完全契約注定會失敗( Furuboth and Richter,2000)。新制度經濟學仍保留著理性選擇

(rational- choice)的傳統，不過，它的理性選擇係指個人基於考量其行動與其它替代

方案的成本效益後所作的決定，而非如新古典經濟學之理性的假設─狹義的自

利、完全的資訊、以及定義清楚的偏好排列等。新制度經濟學探討有限的理性

(bounded rationality)、有限且昂貴的資訊、不確定性、以及更複雜的人性動機如公

平與正義，當考慮這些不同的有關決策的假設時，制度的重要性就變的很明顯了。

新制度經濟學研究之目的不祇在於解釋制度的決定因素與其發展，而且要評估制

度所帶來的經濟效率與分配效果。 

新制度經濟學碰觸到過去新古典經濟學一直不願碰觸的結構性議題，如制

度、財產權、意識形態與國家等。新制度經濟學基本構成要素的分析方法，尚處

於粹鍊過程之中，但如今已開創了各種次領域（subfields）之研究，此即現代制度

經濟學（modern institutional economics）。這些次領域列示如下( Furuboth and 

Richter,2000)： 

1.交易成本經濟學（Transaction-cost economics）：主張交易成本的產生與交易過程

息息相關，其數量多寡亦會影響經濟活動的組成與實行的方式。一般交易成本的

分類，包括搜尋與訊息成本、談判與決策成本，以及監控與執行成本在內。而交

易成本經濟學特別考量這些成本對契約形成的影響。此等範疇的貢獻者，包括

Coase, Williamson, Alchian, Klein, Demsetz 與 Barzel 等人。                       

2.財產權分析（Property-rights analysis）：主張在經濟體系中的財產權體制會界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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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使用稀有資源的定位（position）。由於財產權配置會以一般可預測的方式影響

經濟誘因與人類行為，故研究財產權安排對經濟產出衝擊的基礎已然存在。這個

領域的貢獻包括 Coase,Alchian,DeAlessi,Furubotn 以及 Pejovich。                 

3.契約經濟理論（Economic theory of contracts）：契約屬相對財產權，契約為交易

成本經濟學與財產權分析的「同系」（relative），契約理論所處理的是誘因與不對

稱訊息的問題。不對稱訊息可區分為兩類：即當事人彼此之間對於契約的訊息不

對稱，以及契約當事人與第三者（如：法庭）之間的訊息不對稱。契約經濟理論

植基於此，又詳細可予區別兩種不同類型的契約理論。                        

(1).代理理論（Agency theory）係討論訂約當事人（Contractual parties）之間訊息不

對稱的問題。而尚待深慮的訊息不對稱，可能存在於交易發生之前與以後。這些

情況，新制度經濟學所採取理論探究途徑，大體上有賴於文辭分析（verbal analysis）

或使用正式模型。有關文辭的（實證的）代理理論的貢獻者，包括 Jensen，Meckling，

Fama，Alchian 以及 Shavell。                                              

(2)關係與不完整契約理論（Relational and incomplete contract theory）則側重在可

能因訂定（通常為長期）契約當事人與第三者之間，所產生的訊息不對稱課題。

此等契約主要目標在於克服訂約後的投機行為（post contractual opportunism）。這

可能係因法院或其他第三者，在面臨履行契約義務時舉證困難所肇致。在此一領

域中，可靠的承諾與自動執行承諾（self-enforcing commitment）是重要的主題。關

係契約理論的貢獻者，包括 Macauly, Macneil, Goldberg, Williamson 與 Alchian 等

人。Grossman 與 Hart 則對正式的不完整契約理論有所貢獻。Telser,Klein,Leffler 與

Kreps 則建立了自動執行契約較不正式的模型(Furuboth and Richter,2000)。 

新制度經濟學係依據制度與組織之創設，以及其日常所需的實質資源投入等基礎

洞察進行分析。新制度經濟學派對交易成本和財產權結構的系統性考量與契約理

論相互關係之經濟分析，呈現了現代制度思想的關鍵性發展，此係因一旦朝此方

向移動，個體經濟理論就不再回歸到制度安排是對於經濟行為沒有獨立影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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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立性要素的立場上；僅管如此，大多數 NIE 學者最初所採用的探究途徑，仍

偏重依賴新古典的觀點，而有過度簡化問題以及常會將討論移往不具創作性方向

的結果。因此，NIE 的分析對某些觀點雖有所助益，但仍會不經意的產生誤導，這

種「擴充式新古典模型」(extended neoclassical model)的論述內容卻出現了至關緊

要的難題。實際上，由於正的交易成本與有限理性的假定存在，NIE 體認到新制度

探究途徑應該和新古典模型所採用的探究途徑有所不同，但是新古典模型仍被引

介並被 NIE 研究工作所接受，只是加入並未發現的限制(Eggertsson,1990,6)。然而，

事實上，如今 NIE 所採用具有極大影響結果的新假定，以及其對世界觀點的改變

所隱含著其與早期 NIE 貢獻者所建立的簡單模型有著截然不同的結果。換言之，

當新制度經濟學派思想漸趨成熟，某些評論者便開始挑戰在方法論上與新古典正

統方式有太大岐異的 NIE 研究成果。簡言之，由於交易成本被認定是存在的，故

新古典的完全理性假定必需放棄，並且以「有限理性」（bounded rationality）來取

代。而非零交易成本表示有限資源是生產與分配活動中的交易投入（transaction 

inputs），也是所有經濟操作運行範圍內，維繫基礎架構的必要因素。因而，資源

的個別財產權之界定與形成，當然對社會所達成的經濟結果（economic results）有

著直接的影響。 

3 經濟科學革命及典範移轉 

3.1 新制度經濟學的崛起 

隨著近二、三十年來的發展，新制度經濟學(NIE,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己

快速成為研究領域的重要一環。這不僅是因為有越來越多的文獻著重在探究組織

經濟制度議題，試圖將財產權結構和交易成本如何影響經濟誘因與經濟行為納入

考量，以擴展新古典經濟理論的適用範圍；也因為採取新制度經濟學探究途徑的

幾位經濟學大師先後獲得 Nobel 經濟學獎，包括 1974 年得主 Friedrich von Hayek，

1982 年得主 George J. Stigler，1986 年得主 James Buchanan，1991 年得主 Ronald Co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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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1993 年得主 Douglass North 等人；使得新制度經濟學的研究可說是如日中天。如

今，已有許多經濟學及其他社會科學的學者，認為自己是 NIE 主題專家，而有關

制度議題的理論性與實證性文獻，己明顯地與日俱增。呈現此種趨勢的徵兆，可

從 1997 年在諾貝爾獎得主 R. Coase((1991)與 D. North(1993)的領導之下，成立的國

際新制度經濟學學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知其進

展；這個學會試圖致力於交易成本、契約問題、政治的博奕規則、法律規則、財

產權、政府國家、意識形態、文化議題等研究的人們，及對採用標準常態科學方

法具有興趣的學者，齊聚一起進行研究(Furuboth and Richter, 2000，顏愛靜主譯，

2001)。新制度經濟學者也確信，由於交易成本之故，新古典的完全理性假定必需

放棄，並且以「有限理性」（bounded rationality）來取代。正統的新古典經濟分析

極為抽象，如不稍做修正恐難有效處理許多務實的經濟理論家與政策決策者所關

注的問題。新制度經濟學者批評新古典經濟學者忽視「制度」對於人們決策的限

制，造成古典經濟學祇有理論而無制度；對於早期制度學派的偏重制度敘述而未

建立制度理論，新制度經濟學也試圖讓早期制度經濟學派同時擁有制度敘述與制

度理論(Langlois,1986)。 

3.2 新制度經濟學對經濟科學革命的啟發 

為能從未來 NIE 如何發展的問題中獲得啟發，就有必要進一步察看現代經濟學早

期論著所突顯的一些基本概念，在 1960 與 1970 年代間，此等領域的大多數貢獻

者的意向，並不是要拒絕邊際主義，而是要擴充其範圍，他們對於標準新古典分

析技術可以有利於應用到各種問題與新制度環境上頗具信心，這種變革性探索途

徑日漸昌盛，重點是要理解，新古典模型的理性假設與基於最適化的數理推導過

程可予以維持，但其餘則須修正，因此，其主張為 1.制度不再被視為對於經濟行

為沒有顯著影響的中立性因素，2.財產權的存在類型超過一種以上，以及利潤或財

富極大化並不能確保，3.經濟體系並不是一不無磨擦性的機器，交易成本隨著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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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而產生，且其數量大小將影響經濟活動的組成與實行的方式，4.分析的焦點應

該集中在個別決策者，而不是組織或集體，個人有其不同的目標，但是每個人可

視為在現有制度結構下，追求效用極大化。以上所論，特別著重在財產權安排與

交易成本會影響個別誘因及爾後行為，就此狀態言，如果能對經濟活動所發生的

制度環境加以確切詳述，則對行為的預測可增添其精確性。然而，並非所有新制

度陣營的學者都認為，其研究方式和傳統理論之間有些關係，但是他們大多數都

接受了新的想法與新古典模型之間存在著密切關聯的觀點，甚至有些人認為，個

體經濟理論經適當的發展，這是一種財產權與交易成本探索途徑，然而他們的態

度已隨時間有所改變了，今天對於這個基本課題的見解已少有一致了，儘管如此，

這個「擴充模型」概念的支持者事實上仍佔其中的大多數。 

3.3 新制度經濟學在方法論觀點的轉向 

新制度學派論著對交易成本和財產權結構的系統性考量，呈現了現代制度思想的

關鍵性發展，並藉由擴充現有的新古典理論來發展分析架構的可行性。新制度經

濟學發展之初，是維持新古典模型的理性假定與基於最適化的數理推導過程，其

餘則酌加修正，其主張：1.制度並不是對經濟行為沒有顯著影響的中立性因素。2.

財產權存在的類型眾多，並不能確保利潤或財富極大化。3.經濟體系並不是一部無

摩擦性的機器。交易成本隨著交換過程而產生，且其數量大小將影響經濟活動的

組成與實行的方式。4.分析的焦點應該集在個別決策者，而不是組織或集體。個人

有其不同的目標，但是每個人都可視為在現有制度結構限制之下，追求效用極大

化。基於此主張，新探究途徑的要件已經有所進展，且有必要界定特殊效用函數

以便反映出決策者的偏好，並讓決策者決定真正的選擇集。基於這些要素，正式

的問題便是，受制於所採的機會集（Opportunity Set）的限制，如何求取極大化效

用函數（Furubotn  and  Pejovich 1972A，138）。但不幸地，不管其所顯現的合理

性為何，這種理論的處理仍有一些嚴重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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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新制度學者（如：Stiglitz 1985；及 Wiseman 1991）則認為，在交易成本、不

完全的訊息以及有限理性扮演關鍵性角色的模型裡，要推導經濟決策的步驟，理

當有別於新古典分析的過程。因此，他們嘗試對新古典主義的不同評價加以證明，

但仍有部分問題尚待商榷：1.矛盾的假定：指新古典分析的假定有些被排除，有些

仍然留存，使得新制度混合模型的論述結構產生了內部不一致性。2.預測的正確

性：這種新探究途徑，隱含了一些成本難以納入混合模型中：恐會造成預測的偏

誤。3.最適化的成本：包括決策方法成本、資料成本與選擇成本三種，但是並未完

全納入新制度模型中。4.無窮盡的迴歸（infinite regress）：在有限理性、交易成本

存在的環境裡，理性選擇的概念會導致邏輯上的兩難，嚴謹的最適化理論的困境

是「循環問題」，因為可完全納入決策成本加以解決的最適化問題並不存在（Winter 

1975； Gottinger 1982；Conlisk 1988）。5.經濟效率：由於經濟效率只有在符合理

想的 Pareto 最適化條件時才會存在，故在有限理性、正交易成本的世界裡，就不

能直接從最適化問題求解的過程來解釋經濟行為，因而常見的效率基準（如福利

邊界）也就消失殆盡。6.活動的協調：新制度經濟學所關注問題的任何新結構要更

具有洞察力，都必須呈現出不僅是新古典模型的擴充而己，而須由全新的理論來

取而代之，但尚未成功。 

3.4 新制度經濟學與經濟科學典範移轉 

有些經濟學家指出，近日以來新古典理論被人質疑的趨勢漸起，其主要原因並不

在新制度學者及其他學者已提出對抗它之令人信服的論點，而是因為理論本身的

技術發展對其限制做更深入且正確的研判。新古典理論，可予以一般化以消除一

些侷限性，主要的步驟是終止消費者選擇理論與廠商理論的二分法，方法是藉由

將效用極大化的假設擴充到所有的個人選擇之中，包括企業經理人與政府官員所

做選擇的另個步驟是，將有關個人選擇的限制觀念，擴充到包括制度限制(財產權

體系)，以及因其性質與現狀所加諸的更多限制，(例，包括交易與調整成本)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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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情勢固然是事實，但也清楚顯示新制度學派質疑新古典模型的適當性而進一步

提出強烈論證，很簡單的，要放鬆新古典理論若干高度特殊的假定而不去改變整

個分析的特質顯然是不可行的，這問題不只市從真實世界引入複雜事務與保證得

到不善盡美並且只有在純粹理論才能接近理想期望結果的一個問題，相反的，在

交易成本不完全訊息以及有限理論扮演理性扮演關鍵性角色的模型裡，要推導經

濟決策的步驟是相當有別於新古典案例所料想的過程，因而，隨之而來，便是嘗

試提出對新古典主義逆向判斷的證明，並解釋某些正統模型為何像是不能為處理

制度問題提供適當基礎的主要理由。 

新制度經濟學認為新古典觀念的經濟問題已經起了根本性的改變，決策者發現他

們自身並不像新古典模型所假定的「完全靈通的」（fully informed）那樣，反而是

每個人面對選擇時只擁有部分的（partial）知識。換言之，再也不可能假定每個決

策者對於既有的技術選擇、各種財貨的真正特性等，皆能有完全訊息；再者，每

人的知識稟賦或訊息結構的確是有些不同的。個別決者實際行為所採基準的主觀

資料（subjective data），與所謂經濟體系的客觀資料（objective data of the system ）

是有蠻大區別的。當然，後者只有透過決者集體才有可能完全得知。一個另人滿

意的新制度模型必須考慮制度安排及其對經濟行為的影響，而新制度理論的要

論，必與正統新古典理論有明顯的不同。在新古典的一般均衡模型中，清楚地突

顯出最適化的問題，並在確的界定資料與體系的初始條件下，可達到求得 Pareto

最適解的目標。事實上，新古典理論每種必要條件在一開始均是已知的。然將比

較性探究途徑應用到新制度問題中似乎是不可行的，其主要的不同在於後者存在

著根本不可知的因素影響成果。何況在經濟體系中，沒有一個人可以全盤了解其

他決策者已經達成了什麼，因為所有的個人或多或少均是獨立的，且社會上也同

時充斥著不確定性。所以，在形塑這些元素的清楚圖像過程中的不斷失敗，將會

使新古典理論體系理論的發展變得更加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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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恩（Thomas S. Kuhn）(1962)於巨著「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中標舉科學革命是專業信念之轉移的非常事件。科學革命產生，科學

界研討的問題和革命前大不相同，使得教科書在許多基本的方向彷彿誤導了我

們，每一場革命都使科學社群放棄一個由來已久的科學理論而採取一個與舊理論

不相容的新理論。明顯的，如果經濟學典範的主要改變被認為隨時可能會發生，

今天最值得探討的是新制度經濟學方法論觀點是否呈現此種關鍵性的轉變，因此

似乎有必要提出此一基本問題，特別是詳細的討論藉由擴充現有新古典理論來發

展新制度經濟學的可能性，但至少已被理解是存在的。因此，一但體認到交易成

本與財產權結構的差異會導向不同的經濟行為時，則較為容易的步驟是，將制度

當做必須在標準新古典架構下嚴謹考慮的特殊限制。新制度經濟學(NIE,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的目標若是科學革命，以創造一個的典範移轉，就得要進到

某些尚未被探索的相關研究領域中。新制度經濟學確信，新古典經濟分析依賴高

度特殊假定，如不經修正，則無法有效處理理論家、實證研究者、決策者所關注

的許多問題；在交易成本、不完全的訊息以及有限理性扮演關鍵性角色的模型裡，

要推導經濟決策的步驟，理當有別於新古典分析的過程。故在方法論觀點的轉向

已出現關鍵性轉變（Critical transformation），動搖了經濟科學的傳統，並且結合既

有的經濟、政治與社會的體系進行動態分析；逐步進行經濟科學革命及典範移轉。 

4.結論 

從前面的討論，可知新制度學派刻正持續發展之中，但也面臨如何決定這領域之

未來發展的難題。有關新制度理論發展，應注意的是：1.新制度學者的論點仍相當

不一，而至今該領域的界限也未明確建立；2.這個理論的進展，有絕大部分是經由

各層次領域的創新工作來進行，如交易成本經濟學、財產權分析、法律與經濟學，

比較體系與憲政經濟學等；3.直到現在，學者之間對於如何處理好經濟學上制度與

組織問題的見解仍有顯著不同。儘管如此，大多數新制度學者確信正統新古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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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所作的特殊假定，如不經某些修正，就無法有效處理理論家、實證研究者、決

策者所關心的許多問題。但是我們應知道，確認新典範的可能需要是一回事，而

真正建立一種內容豐富的新制度主義模型，則又是另一回事。如與新古典理論的

一般均衡模型相比，新制度主義的目標若是創造一個典範移轉的「偉大的設計」

（grand design），就得要進到某些尚未被探索的相關研究領域中，並且結合既有的

經濟、政治與社會的體系元素等進行動態分析，以進行經濟科學革命。是以，想

要的全面發展的模型，恐怕在近期內不太可能出現。儘管如此，並非指新制度主

義毫無進步，其實，這個學派對未來研究的實質基礎已經存在，而且其中有關契

約理論、交易成本經濟學與廠商的經濟學等領域的某些議題已經顯現實質的發展。 

總之，經濟學在近期內還不會很快地整合成新典範，但不可否認地，對正統經濟

理論公式化不滿意的人正不斷地增加，而 NIE 也為經濟學注入一些重要的新觀念，

正有待評估這些當代理論並整合這些基本的發現。本文嘗試對新制度學派的發

展，界定關鍵性議題方面的進展提出連慣性的看法。我們可以合理的說，在專業

方面已經學得足以建立未來工作的議程，而在早期有效性較低的新制度分析的觀

念已經大有進展，但也有許多重要的問題尚往研究解答。不論如何，NIE 探究途徑

的新視野即將展現，理論的發展也很有希望，或許在不久的將來，就能看到許多

更具影響力、更專門的新制度主義思潮的出現，而現在所累積的研究成果，正是

未來新典範成功發展的重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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